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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属性议程设置理论自20世纪90年代被提出以来，发展至今已走过十五个年头。通过梳理西方在属性议程设置方面取得的研究成果发现，在属性议程设置理论发展的早期阶段，属性议

程设置的定位问题成为学界争论的焦点；在属性议程设置效果影响因素研究中对传统议程设置的相关理论有所借鉴；内容分析法与舆论调查相结合和实验法是主要研究方法；新媒体环境

下属性议程设置功能的有效发挥鲜有关注；属性议程设置研究在中国的相对滞后值得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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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ttribute agenda-setting theory has gone through 15 years since it was proposed during the 1990s. In the early stages of attribute agenda-setting theory, foreign scholars focused on how to define the 

attribute agenda setting. Content analysis with public opinion surveys and the experimental method are the main research methods. Scholars paid little attention to whether media's attribute agenda-setting 

is functional to audience in this new media context. What's more, researches on attribute agenda-setting are lagging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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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程设置理论的雏形最早可以追溯到李普曼1922年的虚拟环境概念，在他看来，外部世界和头脑中的图像有本质的不同，个体行动的依据往往是自己制作的或者别人给

他的图像，而不是直接而确凿的知识。媒体扮演着协调外部世界与个体内部观点、意见和想法的角色（Kensicki,2000）。以上观点是麦库姆斯和肖1968年在北卡罗来纳州

查珀希尔研究犹豫不决选民的议题议程与媒介报道的公共议程之间关系的重要理论基础。查珀希尔研究被视为议程设置理论的起源，“议程设置”词汇的提出是其最突出的

贡献，并在世界范围内得到数以百计同类研究项目的验证（麦库姆斯,2010:3）。议程设置理论发展初期阶段关注重点是大众媒介对议题显要性的影响，即客体显要性由媒

介议程转移至公众议程的过程和结果，通常被称为传统议程设置或第一层面议程设置。麦库姆斯和埃斯特拉达1997年的研究拓宽并修改科恩的观点，指出新闻媒介在告诉我

们想什么和怎么想两个层面都是成功的（高宪春,2011），“告诉人们想什么”体现客体显要性的转移，即传统议程设置或者第一层面议程设置，“告诉人们怎么想”是第

二层面议程设置或属性议程设置的通俗表达。属性议程设置理论的提出为深入研究大众媒介的影响提供新视野，在此基础上国外学者展开大量研究（Kiousis, Mitrook, 

Wu & Seltzer,2006；McCombs,1997；Weaver,1991；Kim & Scheufele,2002），而国内相关研究严重不足，截至2012年6月19日，以“属性议程”为关键词在CNKI数据

库检索仅获得相关文章8篇。为此，有必要梳理和评析国外学者在属性议程设置研究方面的成果以供学界参考和借鉴。 

一、属性议程设置：概念与争议 

属性议程设置关注议题的特定属性及其影响公众舆论的过程，与第一层面议程设置不同的是，属性议程设置的焦点在于属性显要性如何由媒介议程向公众议程转移，在

议程设置理论的演化过程中居于第三阶段，是对关注客体显要性转移的第一阶段和关注强化或降低议程设置效果偶发条件的第二阶段的重要扩展（麦库姆斯,2010:98）。属

性议程设置最基础的应用领域是政治候选人图像的构建。媒介对于候选人特定属性如可信度的报道越多，作为候选人属性的可信度在公众脑海中留下印象的可能性越大



（Kiousis, Mitrook, Wu & Seltzer,2006）。 

作为概念的属性议程设置在西方学界认同性的困扰在于属性议程设置与框架效果的概念相似性。框架是选择知觉现实的某个方面并使其在传播环境下更加突显，如提倡

独特的问题定义，一般性解释，道德评价和行为建议等（Entman,1993）。框架效果探索媒介报道议题甚至提供解释框架以及媒介框架如何影响公众对事件的认知和解释的

过程。在此基础上有学者指出两者的研究对象基本一致，都是媒介如何为公众定义事件和议题（Kosicki,1993）。麦库姆斯和肖(2004）则强调属性议程设置是对传统议程

设置概念的拓展而不是框架效果的模仿。属性议程设置重视媒介在塑造人们心中客体图画方面具有的能力，框架则侧重图像的主导角度，这些主导角度不仅暗示我们什么是

相关的以及什么不是，而且主动地针对所描述的事项提供对问题的某种界定、因果解释、道德评估和行为建议（麦库姆斯,2010:107）。 

属性议程设置与框架效果的关系应该置于议程设置理论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来考察。从内涵上看，传统议程设置没有超越认知范畴，关注人们想什么而忽视人们怎么想。

框架效果理论则涵盖认知维度、情感维度和行为维度，框架效果的心理学解释便是媒介描述的政治议题能激发记忆的某种建构模式并增加公众按照此种模式解释和评价议题

的可能性（Entman,1993）。议程设置并不总是停留在认知维度，结合媒介启动理论，议程设置理论指出媒介强调的议题有可能成为公众政治评价的标准（Iyengar & 

Kinder,2010:80）。有学者在研究中发现公众关于纽约本地发展计划这一客体各种属性的意见影响公众对计划的支持和反对程度，属性启动的概念得以提出（Kim & 

Scheufele,2002），媒介启动理论同样适用于属性议程设置研究的开展，关注人们如何想的属性议程设置已经超越传统议程设置侧重的认知范畴，态度层面也成为其研究的

重点内容。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属性议程设置和框架效果理论是解释同一现象的彼此可替代的方法，两者在相互竞争中发展。属性议程设置理论的优势在于适用于定量分析

的标准性操作化定义的发展，包括媒介议程和公众议程（Takeshita,2006）。 

二、作为属性议程设置起点的客体属性 

议程上的每个客体都有无数的属性，它们充实每个客体的特点和特性，与客体显要性类似的是，不同客体的属性显要性具有差异性。属性作为总体称呼，包括每个客体

所具有的全部特性与特征（麦库姆斯,2010:83）。客体属性的维度具有多样性，实质性属性和情感性属性是较为重要的维度。实质性属性是指新闻具有的从认知上帮助公众

构建新闻和辨别不同主题的特性，包括特征、意识形态、候选人的健康状况、与经济议题有关的通货膨胀和失业等（McCombs,1995）。麦库姆斯等人(2000）的早期研究把

候选人图像的实质性层面划分为五大类：议题立场和政治意识形态、履历资料、可知觉的资格、个性和诚信。Tan 和 Weaver (2010）通过文献梳理也发现属性议程设置研

究过程中最受重视的客体是公共议题和候选人，候选人对于问题所持的立场和政治意识形态、资历和履历资料、个性特征、可感知的资格和判断、诚信等是经常被检验的客

体属性。因此，就候选人来说，意识形态、个性和资格是实质性属性的重要组成部分（McCombs, Llamas, Lopez-Escobar & Rey,1997）。全球变暖问题的属性至少包括

物种危机、增加洪水爆发的可能性、对工商业的影响、对能源系统的影响、国际和地方矛盾（G.Lee,2010）。情感性属性是指新闻报道引起受众情绪反应的方面，探讨公众

对实质性属性所持的态度是正面、中立亦或是负面。如媒介对议题的正面报道减少公众对议题的知觉显要性（Schoenbach & Semetko,1992），媒介对经济议题的负面报道

增加经济议题在公众议程中的知觉显要性（Sheafer,2007）。 

媒介和公众对特定属性的关注使其在客体的众多属性中得到突显即属性显要性。当媒体给予议题某一属性更多的关注度时，公众在决定是否支持该议题时也将参考同一

属性，Kim等人(2002）将其称为“属性启动”。特定议题的属性显要性随着时间的变化而不同，经济议题的显要属性在不同时间段呈现不同的特点，既可能是通货膨胀也可

能是失业或预算赤字（麦库姆斯,2010：91）。可感知的重要性常被用来测量属性显要性。受到反应延迟的影响，感知到的议题重要性和议题实际显要性有显著差异，原因

在于被试回答既定问题的时间越长，信息在被试者记忆中的显要性或可得性就更小（Nelson, Clawson & Oxley,1997）。反应延迟造成的影响经常被研究者归于随机性误

差，精心制作的技术如专门配备的电话访谈设备是降低影响的可行方法之一。事实上，测量属性显要性方法的有效性和可靠性的提高将促进属性议程设置研究的发展，也是

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Kim, Han, Choi & kim,2012）。 

三、属性议程设置效果的影响因素 

议题性质是影响属性议程设置效果的重要因素。议题显耀性的程度与个体接触议题和通过亲身体验积累有关议题经验的可能性呈正相关。议题越显眼，个体接触议题的

可能性也就越大，个体通过亲身体验积累有关议题的经验也就越多，在这种情况下，该议题媒介对公众舆论的议程设置的潜在效果也就减弱（Zuck,1978）。与抽象议题相

比，具体议题的媒介议程设置效果更明显（Yagade & Dozier,1990）。受公众注意力资源的限制，那些突显在公众视野较长时间的议题给以媒介议程设置的机会更少

（Downs,1972）。与突发事件相关的议题或者具有争议性的议题容易获得媒介的注意并影响公众舆论（Wanta& Hu,1993）。具体来说，通货膨胀是典型的显耀性议题，公

众可以直接感受通货膨胀的恶化程度，公众对通货膨胀议题的关心程度取决于通货膨胀的比率。在环境议题方面，由于公众每天经历环境问题的可能性较小，媒体通过可以

突显某个环境问议题进而提高公众对环境问题的关注度，而且突发性的环境事件能够大幅度提升媒介议程设置的效果。财政赤字问题兼具显要性低和抽象性的特点，其突显

性取决于政策决策者。政策决策者对赤字问题的强调引起媒介的报道和关注进而提高公众对议题的关注度。因此，议程设置的效果与议题性质密切相关，与环境议题和赤字

议题相比，在通货膨胀议题上，媒体对公众的影响要小得多（Soroka,2002）。与候选人属性有关的负面信息更容易由媒介议程转移为公众议程，学界将其概括为负面偏见

即人们倾向对负面刺激作出更强烈的态度和行为反应（Wu & Coleman,2009）。 

公众个体状况如导向需求、教育水平、事件参与度等对媒介属性议程设置效果也有影响。导向需求最早由麦库姆斯引入到议程设置研究，即个体通过媒介搜寻信息的趋

势（Matthes,2008）。具有高导向需求的个体通过媒介搜寻信息的积极性越高，媒介议程设置的效果也越高。关联性和不确定性是测量导向需求的两个次级概念。当讨论的

议题与个体密切相关且公众缺乏议题信息时，个体具有较高的导向需求，容易被媒体影响（Weaver,1980）。高导向需求能够促进媒介第一层面议程设置功能，尽管属性议

程设置也会发生，但是高导向需求对可知觉的情感性属性显要性没有影响。换句话说，导向需求能够解释个体借助媒体寻找信息的数量而不能解释个体寻找何种性质的信

息。个体阅读的信息越多并不意味着个体阅读正面的信息越多，也即当个体导向需求高时，所有可能的议题属性的知觉显要性都得到增加，而不仅是特定议题属性的显要性

增加（Matthes,2008）。教育水平对媒介议程设置效果的影响具有争议性。接受更多正规教育公民的回答更加密切地反映媒介议程，持不同观点的学者则指出受教育水平高

未能增加个体对新闻倾向的抵制力（麦库姆斯,2010:47）。事件参与度与属性议程设置效果关系的研究主要来自学者Takeshita（1998）的研究，他以选举主题的参与度和

是否对选举主题持有固定态度为维度将公众划分为四类，具有高参与度和固定态度的个体对于客体及属性的优缺点有明确的定义并根据其固有倾向选择性接受媒介的观点，

而那些具有高参与度且态度尚未固定的公众更容易受到属性议程设置的影响。 

四、属性议程设置的测量与研究方法 

盖洛普民意调查中询问美国公众“国家今天面临的最重要问题”的方式成为议题显要性早期调查的方法论基础，开放式问题和等级量表是客体及属性显要性测量过程中

使用较为普遍的方法，其中议题属性的重复性测量和无反应反向测量方法值得关注（麦库姆斯,2010:96-97）。重复性测量体现在美国中西部人工湖开发项目上使用三种不

同的方式测量环境议题属性的显要性，并最终得到相似的属性议程设置效果（Cohen,1975）。无反应反向测量表现为如果对候选人没有观点的公众越少，候选人在公众中的

显要性就越高（Kiousis,2000）。在具体测量过程中，引用偏见作为新闻内容的重要属性可以应用到不同的客体。新闻记者和编辑对于不同议题和候选人的政治导向直接决

定新闻描述时持有的意识形态，与保守倾向的媒体相比，自由派的媒体更倾向引用自由派思想库和政策群体的观点，引用偏见由此产生（Tan& Weaver,2010）。由于思想

库和政策群体的引用关系不能体现新闻内容的中心思想和主题，引用偏见不是媒介框架而是微观层面的属性（Tan&Weaver,2010）。 

当前西方学者在属性议程设置研究过程中采用的方法主要有：（1）内容分析法与公众舆论调查相结合。Matthes(2008）以失业问题为切入点，通过利用公众电话调查

以及对电视和报纸报道内容分析得到的数据测量导向需求与传统议程设置和属性议程设置的关系，研究发现导向需求能促进媒介传统议程设置功能的发挥而对情感性属性议

程设置没有影响。内容分析与舆论调查相结合的方法同样获得其他学者的偏爱，包括Son和Weaver(2006），Wu和Coleman(2009），Balmas和Sheafery(2010），Moon

(2012），Kim,Han,Choi和Kim(2012）等。（2）实验法。与前者相比，实验法的优势在于判断参与者确定属性时是否阅读了那些被假定为影响议程的新闻故事

（Rill&Davis,2008）。运用实验法研究属性议程设置的代表性学者有Kiousis,Bantimaroudis和 Ban(1999），Rill和Davis(2008）等。 

属性议程设置的多数研究主要基于单一的观察即横断面分析，反映的仅仅是某个时间点或较短时间区间内属性议程设置的效果（Balmas&Sheafery,2010）。属性议程



设置对公众态度和舆论作用效果的一般性结论有赖于时间序列分析的引入（Kleinnienhuis, van Hoof, Oegema&de Ridder,2007）。Balmas和Sheafery(2010）关于以

色列大选中候选人图像的研究中时间序列分析方法的采用是较好的尝试。作者选取三个不同的时间点对2006年以色列大选中的选民进行电话调查，为比较候选人属性不同时

间点的变化程度打下基础，研究表明选举过程中公众舆论的波动与媒体强调的候选人属性显要性保持一致。 

五、讨论与研究展望 

属性议程设置理论自20世纪90年代被提出以来，发展至今已走过十五个年头，国外学者以选举政治为切入点，在借鉴传统议程设置理论研究经验和方法的基础上积极开

展属性议程设置理论的相关研究。通过梳理西方在属性议程设置方面取得的研究成果发现：（1）在属性议程设置理论发展的早期阶段，由于该理论与框架效果理论研究对象

的相似性，定位问题成为学界争论的焦点，从议程设置理论的发展脉络看两者可以视作研究相同对象的不同路径，属性议程设置的优势在于能够利用比较成熟的测量量表和

测量方法；（2）在效果影响因素方面，已有研究主要参考的是传统议程设置理论研究过程中发现的影响因素，检验它们在属性议程设置中的有效性仍是属性议程设置研究的

重心；（3）属性议程设置的研究方法主要是内容分析法与舆论调查相结合和实验法，前者受到研究者的偏爱；（4）西方学者对新媒体环境下属性议程设置功能的有效发挥

鲜有关注，虽然新媒体环境下第一层面议程设置功能是否有效以及媒介间议程设置效果方面的研究已有不少（蒋忠波,邓若伊,2010）；（5）相对于属性议程设置，国内学

者在框架效果理论方面有大量的积累，截至2012年6月19日，仅以“框架分析”为主题在CNKI数据库搜索便得到新闻与传媒方面的论文209篇，远远超过属性议程设置的8

篇，属性议程设置研究在中国的相对滞后值得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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